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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後臺灣美術的發展，與外部環境的整體變遷具有密切關係，尤其是政治社

會的因素，更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然而，隨著國際地位的崩解，1970 年代的臺

灣歷經各種外交挫敗，隨之而起的內部改革需求越演越烈，成為日後「本土化」

及建構「文化主體性」之重要契機。來自於內部自覺力量的不斷積蓄，臺灣美術

逐漸朝向關懷現實、解構威權的目標邁進，主流與非主流權力關係的反轉，更因

此建立一種深具彈性的「自由體制」，成為藝術界維持前衛性的重要基礎。此外，

1980 年代以來不斷高漲的「脫體制」、「反體制」意識，紛以遊走、顛覆、破壞、

敵對、反省與批判等形式付諸行動，維繫街頭精神，並持續擁護「差異成為主流，

多元取代單一」等文化主體價值。 

 

關鍵字：1980 年代、解嚴、黨外運動、主體性、自由體制、街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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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民主化實踐與體制對抗 

1971 年 10 月，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造成一連串斷交及脫離國際

組織的骨牌效應，其中以「臺日斷交」及「臺美斷交」之影響最為嚴重。在充滿

動盪及危機四伏的戰後臺灣，威權統治雖仍無所不在，但在隔年（1972）由蔣經

國實質主政之後，即開始產生「本土化」的現象，「反攻大陸」亦不再是國家發

展的唯一目標，落實社會、民生之總體建設，可謂造就日後「臺灣經濟奇蹟」之

主要原因。此後，政府為將上述挫敗造成的衝擊降至最低，曾以各種不同方法維

繫國際關係，並在 1988 年由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正式進入「務實外交」之階

段。隨著解嚴所帶來的民主與自由進程，臺灣社會在跳脫意識形態之爭的狹縫

中，以經貿實力確保其在國際社會上的可能地位，減緩兩岸對峙，並在自由、民

主、均富的體制基礎上，摸索國家未來的運作方向。1 

面對 1970 年代以來國際局勢的巨大變化，臺灣社會在以強化內部需求的前

提下，急速發展經濟，並因此帶動中產階級之興起以及政治革新的需求。此時，

以促進民主化、自由化為目標的「黨外運動」逐漸萌芽，並在選舉活動中積極創

造「體制內」發言的權力。「黨外」，原指非國民黨籍之意，曾被視為國家亂源之

同義詞；不過，隨著民眾對政治改革需求的日益擴大，其後即成為「反對運動」、

「在野勢力」的代名詞，以及帶動國家進步、革新的主要動力。2在黨外人士如

火如荼的大規模串聯過程中，漸有所獲的地方公職選舉，為長期遭受極權統治壓

抑的臺灣社會帶來一絲希望，其間，雖發生中壢事件（1977）、美麗島事件（1979）、

林義雄滅門血案（1980）、520 農民運動（1988）等慘烈傷痛，然而，街頭已成

為創造民主及爭取自由的不二聖地，抗爭更可謂打倒體制的重要手段。 

上述事件，尤其是對參與美麗島事件成員的逮捕、起訴及求刑，可以說是對

累積 10 年黨外政治團體的一大打擊，以及臺灣民主發展史上的極大恥辱；不過，

當時震驚全島的軍事大審判及新聞媒體的大肆報導，卻被認為是促使民眾關心臺

灣政治前途的一大「催化劑」，不僅引發當時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及報導，更激

發諸多社會菁英投入反對運動的行列。31986 年，民進黨成立，可謂黨外勢力集

結的一大勝利，終結戰後數十年間一黨獨裁的局面，樹立政黨政治之基本規模。

隨著反對運動的持續推展，諸多禁忌防線漸次突破，「蓄積已久的社會運動潛力，

 
1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合著，《台灣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頁

268-276。 
2 李筱峰，《快讀台灣史》，臺北市，玉山社，2002 年，頁 130-132。 
3 同上註，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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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開閘之水，一時之間奔流而出」4，一發不可收拾。 

該年下半年起，各種形式及不同規模的抗議、請願、示威、街頭遊行及自力

救濟等等，猶如百花齊放般地此起彼落，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蓬勃景象。此時，

舉凡「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動、老兵要求返鄉

運動……都像春雷驚蟄，蠢動起來」。5蔣經國有感於此股不可逆轉的民間巨大力

量，正如滾雪球般地撲面而來，遂順應時勢推動革新，並於隔年（1987）宣布廢

除戒嚴令，結束近 40 年之久的威權統治。此後，解除報禁、黨禁、終結萬年國

會、反對軍人干政、修改憲法、中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刑法 100

條及民選總統的實現等等，都可說是民間民主運動得來不易的輝煌成果，自此之

後，臺灣社會才真正走入民主化的時代。 

然而，與上述諸多運動的實際成效及對社會的影響相較，面對 1970 年代以

來政治、社會及經濟層面的變革，藝術界內部產生何種變化？藝術家以何種行動

進行參與？這些問題，截至目前為止，似乎尚未被系統而深入地加以討論。事實

上，截至 1980 年代為止，戰後臺灣美術的發展，經歷「新藝術運動」、「現代藝

術運動」、「正統國畫論爭」（含「膠彩畫正名運動」）、「鄉土主義運動」等不同階

段，最後正式進入「美術館時代」6，不論其成敗及影響如何，可以清楚見到推

動美術的主要角色，經歷了從「在野組織」轉移至「國家體制」的演變軌跡。解

嚴前後，北美館或國美館的相繼成立，對臺灣美術在專業化、國際化及教育普及

化層面的整體提升，雖有其積極作用及相對貢獻，然而同樣地，也容易造成民間

團體地位的旁落、批判性的削弱，藝術話語權被國家收編、自主性遭體制模糊，

甚至沉淪於商業利益之間的問題，已難以避免。 

 

貳、後解嚴徵候——有關文化主體性的摸索 

林惺嶽撰述於 1990 年代初期的文章中，對於解嚴如何鼓舞民間力量的集體

興起，以及臺灣美術產生何種內部變化，曾有以下的總體觀察： 

 

從 1980 年代以至 90 年代，最大的變數是政治解嚴所導致的民間力量洶

湧，對整個文化環境帶來了空前的激盪。在美術方面，更明顯的反映解嚴

後的徵候——對政治及社會環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敏感度。因此，創作

 
4 同註 2，頁 140。 
5 李筱峰，《快讀台灣史》，臺北市，玉山社，2002 年，頁 140。 
6 蕭瓊瑞，《戰後台灣美術史 1945-2012》，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3 年，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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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面也從鄉村擴大到更切身的都市生活領域，並對現存的政經結構及商

業化社會，進行批判及反省。美術家從此開拓出了比過去更大的自主性文

化思考空間。7 

 

這段話，不僅肯定解嚴對臺灣美術界帶來的巨大衝擊及影響，更同時指出其具體

內涵，亦即，隨之而來的政治社會敏感度的提高，造成對現存政經結構的批判及

反省，開啟了藝術家自身對文化自主性的思考，觀察深入且精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林惺嶽更將 1980 年代視為「從外來力量的催迫，逐漸

轉向內部自覺力量的求變過程」，並認為進入 1990 年代之後，臺灣美術「已置身

於全島內部大環境改進運動的磁場裡，重新與土地及人民結合。」8這些論述並

非針對特殊對象而起，而是具有總結性意義的宏觀文化觀察。尤其是，他認為「內

部自覺力量」的產生，帶動「全島內部大環境」改進運動出現的說法，最為發人

深省。換句話說，臺灣近百年的美術發展，長期經由中國、日本及歐美等國際強

權的介入所支撐，自主意識受到壓抑，直至 1970 年代本土文化運動之後，情況

才開始轉變，出現「自主性的覺醒」，本土化運動即是產生臺灣內部自覺的主要

動力。9他更認為，鄉土運動的最大意義在於「關注自己生存環境」，此種自覺力

量在進入 1980 年代之後，才獲得「突破性的開展」。10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臺

灣美術自主性覺醒的萌芽、摸索與成形，實際上經歷了約莫 30 年時光的醞釀，

終於從土地內部被加以建構，走出長期遭受外部勢力制約的窘境。 

1980 年代臺灣美術環境及思想上的巨大變遷，不論是否與解嚴進行連結，

諸家論者的說法如：「締造一個令人鼓舞的新紀元，開發出美術落實本土而演進

的樂觀遠景……他們將會在臺灣特殊地緣關係所洋溢的海洋文化氣象中，擺脫不

合時宜的歷史包袱，以重塑文化的主體思想」11，「自由開放的創作空間，激勵

 
7 林惺嶽，〈台灣美術自主意識出頭天〉，原刊於《中國時報》，1993 年 11 月 18 日。後收入

《帝國的眼睛──林惺嶽藝術評論及學術文集》，臺北市，典藏藝術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44。 
8 林惺嶽，〈台灣美術自主意識出頭天〉，原刊於《中國時報》，1993 年 11 月 18 日。後收入

《帝國的眼睛──林惺嶽藝術評論及學術文集》，臺北市，典藏藝術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44。 
9 林惺嶽，〈台灣美術自主意識出頭天〉，原刊於《中國時報》，1993 年 11 月 18 日。後收入

《帝國的眼睛──林惺嶽藝術評論及學術文集》，臺北市，典藏藝術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42。 
10 林惺嶽，〈台灣美術自主意識出頭天〉，原刊於《中國時報》，1993 年 11 月 18 日。後收入

《帝國的眼睛──林惺嶽藝術評論及學術文集》，臺北市，典藏藝術有限公司，2015 年，頁

144。 
11 林惺嶽，〈彩筆耕耘下的台灣美術〉，原刊於《美術》第 254 期，1989 年 2 月。後收入郭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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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藝壇生力軍全力投入」12，多半認為此時已然進入史無前例的榮景階

段。相較於林惺嶽等人並列時代的通史式描述，美術評論家郭少宗則刻意運用「藝

術生態」的角度，對 1980 年代臺灣美術進行了斷代式的評析。他認為八○年代

初期（斷層期，1980-1983），外部資訊的流入與臺灣人才的外放，雖然帶來諸多

新觀念，不過彼此缺乏溝通的結果，因此產生「斷層作用」之弊端；中期（催化

期，1984-1987）之後，隨著美術館的成立，美術環境獲得大幅改善，並逐漸走

向多元化的趨勢；進入後期（解構期，1987-1989），解嚴致使藝術界出現更多的

政治批判，然而亦造成脫序混亂現象的層出不窮，各種主張如決堤之水般地四處

奔流。即便如此，「臺灣美術界欲建立自我的藝術體系，形成自我的藝術風格」

的結論13，象徵本土化真正進入自我實踐、自我完成的時代，同時開啟對主體價

值的摸索。 

林惺嶽「重新與土地及人民結合」、「重塑文化的主體思想」，抑或是郭少宗

建構「自我的藝術體系」等說法，基本上是八○年代臺灣藝壇內部檢視共識下的

一種反映。早在八○年代初期，藝術家陳來興即曾提出： 

 

身為藝術工作者，應該努力去表達我們關心這塊土地的心聲，……這並不

是褊狹的地域主義，而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藝術受限制，這當然也是我

們當政者的觀念欠開通，或是制度不當，……我們仍然看不到真正屬於這

塊土地上的現代畫。14 

 

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指陳時弊，批評政府失職、制度失當及藝術家個人的茫然漠

視，藉此呼籲關心土地、人民，並進而創造真正代表臺灣的現代藝術，意義深遠；

不過，因缺乏實際方法的提倡，只能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號召而已。換句話說，陳、

林見解的關注焦點，在於一種與外部環境、體制連動所產生的內部變異，從文中

使用的「關心」、「欠缺」、「批判」、「反省」等用語即不難知道，較關注內在心理

情緒上的反應，而缺乏對外在參與及改革方法上的提及。 

 
生主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北市，雄獅圖書公司，1991 年，頁 148。 
12 李賢文，〈一個奔湧向前的美術脈動〉，原刊於《雄獅美術》第 227 期，1990 年 1 月。後收

入郭繼生主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北市，雄獅圖書公司，1991年，頁 26-27。 
13 郭少宗，〈八十年代台灣美術現象的橫剖與縱切〉，原刊於《現代美術》第 28 期，1990 年 2

月。後收入郭繼生主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北市，雄獅圖書公司，1991 年，

頁 302-308。 
14 陳來興，〈給台灣繪畫界的一封信〉，原刊於《自立晚報》，1984 年 6 月 18-24 日。後收入

郭繼生主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北市，雄獅圖書公司，1991年，頁 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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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學者董思白（即石守謙）分析當時畫壇變遷之際，發現八○年代以後

實為「前衛與回顧」矛盾並立之時代，不過，他認為二者彼此間具有臍帶關係： 

 

以一九八九及九○年代在創作活動上的求變來說，題材上嘗試以往視為禁

忌的政治與社會事件的表現，固然顯得頗為突出，但在形式風格上也有揚

棄其視之為過去主流的所謂「印象派」或各種「寫實主義」的「壟斷」，

轉向歐美各新起流派借取靈感，希望以全新而凸顯自我的形象，來發揮其

「批判」的藝術精神。15 

 

最後，解釋前衛與回顧為何產生關係的原因，在於前者透過「反省」與「批判」

的方式對後者進行「再回顧」所致，並提出總結說：「由一九九○年來本土局勢

的發展來看，似乎已可見到一些端倪。在政治及社會事務領域內，原來有的對以

往四十年舊體制下的種種不滿，現在已逐漸喪失對群眾的吸引力；社會成員關懷

之重點，似乎開始轉向對當下問題之解決，及未來新格局之設計上」16，進而產

生文化臍帶關係之削弱，並為畫壇活動造成結構上的影響。不過，藝術家勇於批

判過往被「視為禁忌的政治與社會事件」，藉此「凸顯自我的形象」，來自於對威

權體制長期不滿的說法，無疑亦呼應了上述陳、林二人的觀察。 

 

叁、邊際反轉——主流與非主流的關係辯證 

包含對教育、展覽、競賽及展示空間等舊有體制不滿情緒的逐漸高漲，對抗

意志及力量亦不斷增強，學院派與改革派、主流派與在野派分道揚鑣，隨之而來

的新抽象主義、新構成主義、新表現藝術、新材質主義、表演藝術、裝置藝術等

前衛觀念、流派，一時蔚為風潮，成為臺灣藝壇再次開啟新頁的主因。17藝評家

謝東山認為七○年代超寫實繪畫熱潮過後，由林壽宇的「低限主義」與一○一繪

畫群的「新表現主義」，分別代表兩種主要方向，將臺灣繪畫帶向全然不同的發

展途徑，前者結合複合媒材及現成物進行幾何造型的當代演繹，後者則透過圖像

 
15 董思白，〈回顧裡的省思──對台灣近其藝術活動的個人觀察〉，原刊於《1991 台灣美術年

鑑》，1991 年 1 月。後收入郭繼生主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北市，雄獅圖

書公司，1991 年，頁 414-415。 
16 同上註，頁 421。 
17 黃朝湖，〈中國現代繪畫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原刊於臺北市立美術館《中國現代繪畫回顧

展》展覽專輯。後收入郭繼生主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北市，雄獅圖書公司，

1991 年，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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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符號元素等進行意象傳達18，此兩種途徑皆與過往學院、官方主流具有明

顯的區隔。 

此外，隨著自由創作風氣之逐漸盛行，諸多藝術家開始從事「非主流路線」

藉以帶動藝壇的多元化發展，其中，臺北市立美術館在成立初期舉辦的「繪畫新

展望」雙年展（1984），更被視為對上述八○年代臺灣新繪畫的發展發揮帶頭作

用。該展覽「未明確界定何謂繪畫作品，只以原創性、完成度及未來發展潛力為

取捨標準」，營造一種充滿自由及實驗意義的時代氛圍，為已然沉寂多時的臺灣

畫壇帶來一線生機。19 

女性主義評論家陸蓉之對於這段歷史，亦有類似的觀察： 

 

儘管曾經出現美術館「官方」系統的彷彿前衛主流，但是，基本上也是絕

對多元民主化的走向。……新水墨、新彩墨，與新表現、新具象、最低限，

以個人行為表達意念的表演藝術、新劇場等，多數致力於時代精神的傳

達。20 

 

她認為大量留學西方的年輕藝術家返國服務不僅賦予諸多刺激，並對臺灣整體創

作環境的開放發揮正面助益。整體而言，八○年代中期以後，學院體制的長期箝

制開始產生鬆脫，原本處於邊緣的觀念性、非商業化創作，此時轉而成為主流機

構發掘的對象。 

自 1970 年代末期以來迄於解嚴前後，一如前述，臺灣社會歷經諸多陣痛，

黨外人士所帶動的政治抗爭，尤其是美麗島事件的震盪更可謂波及全島，進而「醞

釀出一種無形的社會共識，即民主化運動應不只是政治人物的事，而是全民必須

共同努力的事」、「藝術家及文化工作者也不應置身事外」，從自己崗位參與改革，

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作為其背後強大支撐的，即是來自民間的自覺力量，透過民

主轉型的大好時機「打破不合理的體制及不公平的積弊」，故而許多不受重視的

 
18 謝東山，〈從意象記錄學的觀點看八○年代台灣新繪畫的發展導向〉，原刊於《藝術家》第

153 期，1988 年 2 月。後收入郭繼生選編，《台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市，

藝術家出版社，1995 年，頁 203。 
19 謝東山，〈從意象記錄學的觀點看八○年代台灣新繪畫的發展導向〉，原刊於《藝術家》第

153 期，1988 年 2 月。後收入郭繼生選編，《台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市，

藝術家出版社，1995 年，頁 205。 
20 陸蓉之，〈探詢台灣八○年代藝術風格〉，原刊於《藝術家》第 176 期，1990 年 1 月。後收

入郭繼生選編，《台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5 年，

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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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遂以「自力救濟行動走上街頭」，從各方面進行「反體制的抗爭」，在十

數年的經營及積累過程中，「臺灣主體意識」逐漸凝聚並廣受接納，甚至成為「時

代的主流」。21 

不論是透過政治社會等禁忌議題之批判，抑或是對過往學院、官方主導的揚

棄，其所欲彰顯的，不啻為林惺嶽所謂「自主性文化建構」的基本價值。故而，

從此種角度言之，由於「無法適應基於本土社會自主性思辯（辨）的美術革命」，

過往的權威體系遭受嚴重撞擊，已從「當年的時代前鋒，不知不覺地淪為邊際角

色」，宣告美術上威權時代的結束。22更直接來說，隨著整體環境愈趨於民主、

自由及開放，畫廊經濟的活絡、替代性空間的逐漸興起，學院及美術館等官方機

構已無法壟斷藝術的話語權，臺灣畫壇「沒有不受質疑的主義，沒有普遍流行的

風格」，「沒有獨霸一方的流派」，儼然進入「一個混亂而沒有主流的時代」。23 

 

肆、脫體制意識、街頭精神及其文化內視 

如上所述，1980 年代的臺灣美術，彷彿自戰後威權統治廢墟中獨步站起的

浴火鳳凰，在官方體制層層制約的束縛下，隨著政治、社會的民主化與自由化而

逐漸鬆綁，終於在解嚴之後再次展翅翱翔，開創兼具開放性及多元性價值的空前

榮景。根據美術史學者倪再沁的分析，此段歷程始自 1960 年代中期對臺美援的

中止，迄於七○年代一連串的國際挫折，導致臺灣走向自立，並刺激知識份子民

族主義思想的高騰。臺灣社會一方面開始對「西方觀點」產生質疑，同時孕育「本

土認同」，「臺灣主體意識」逐漸成形。倪再沁〈西方美術‧臺灣製造〉一文24，可

為此段歷史最精實扼要的專論，不論是從歷史脈絡或內容架構的角度來說，其實

都源自於對林惺嶽稍早觀點的整理與闡發，受其啟發甚深，反映來自內部自覺力

量的鮮明色彩。 

他分析七○年代後半異軍突起的超寫實鄉土風格，為何在八○年代之初即欲

振乏力的原因，在於超寫實與鄉土二者之間原本存在的矛盾，喧騰一時的「本土

認同」與「臺灣主體意識」之辯論，不得不重新整裝待發，尋找新的時代契機藉

以靠港泊岸。進入 1980 年代之後，時局丕變，「國家威權已開始逐漸崩潰，官方

對社會的異議活動已難以壓制，……國家體制的改變是必然的趨勢」，一如前述，

 
21 林惺嶽，〈自序〉，《渡越驚滔駭浪的台灣美術》，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7 年，頁 7。 
22 同上註，頁 6。 
23 倪再沁，《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7 年，頁 64。 
24 倪再沁，〈西方美術‧台灣製造──台灣現代美術的批判〉，《雄獅美術》第 242 期，1991 年

4 月，頁 11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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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術館時代的來臨與留學生返國等嶄新機運，西方當代藝術思潮再度君臨臺

灣。倪再沁歸納解嚴後的現代美術（今稱「當代藝術」），基本上包含以下五種主

要範疇： 

一、裝置、空間與環境 

二、身體、偶發、表演 

三、新表現、新意象 

四、新文人畫、禪畫 

五、在潮流之外 

前四類按媒材屬性或風格特徵進行分類，較容易理解，第五類則屬較難獲媒體及

市場青睞的非主流畫家，如曲德義、黎志文、陳水財、李俊賢、陳幸婉、李錦繡、

陳正勳、董振平、郭振昌、連德誠、黃步青、張正仁、黃位政、胡坤榮、賴純純、

江隆芳、詹學富、黃翰荻、黃海鳴、楊成愿、徐揚聰、侯俊明等，由於主觀特色

強烈，觀念及媒材不拘一格，故而均是「不能納入主流風格中，卻也不能獨立於

西化的現代流派之外」的藝術家。這些風格、形象特異的藝術家，對他來說，彷

彿是一群自立於體制之外、遊走於框架邊緣的異議份子，反映八○年代充滿街頭

精神、多元並陳及尊重差異性的時代縮影。 

臺灣美術史學者賴明珠，曾針對北美館「時代與創新展」（1988 年 12 月至

1989 年 3 月）的展出內容，撰文分析 1980 年代美術發展的現況，分別以「創作

媒體的多元化」、「以裝置手法傳達時空互動關係」、「水墨創新」、「油彩、壓克力

在畫面構出新視域」、「空間造型探索」等，對包含陳幸婉、盧明德（圖 1）、葉

竹盛、陳世明、黎志文（圖 2）、張永村、莊普、羅青、袁金塔、吳天章、楊茂

林、盧怡仲（一○一現代藝術群）、陳正勳及張子隆等 30 位參展藝術家及其作品

加以歸類，與上述倪再沁的歸納方法有不少不謀而合之處，反映其在創作理念、

使用媒材、表現手法及個人差異等方面多元紛呈的現象。並說： 

 

不管他們運用的材質、型式是傳統的或創新的，他們都有強烈的意欲藉作

品傳達對現實社會的反映。不管他們採取的是批判的、反省的、諷刺的、

隱喻的或頌讚的態度，從其創作可以透視到時代的轉變與藝術家的創作，

產生越來越緊密的互動關係。25 

 
25 賴明珠，〈八○年代台灣藝術面貌一瞥──看「時代與創新」展創作群〉，《雄獅美術》第

214 期，1988 年 12 月，頁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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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珠對於此展背後時代精神的解讀，認為即便在媒材或形式上如何不同，當時

藝術家特別著重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呈現二者之間「緊密的互動關係」，藉以

突顯具有「批判的」、「反省的」、「諷刺的」、「隱喻的」或「頌讚的」等不同觀點，

反映藝術家對於社會政治議題的內視性思考與個人化立場，以及其間既疏離又相

互交纏的複雜關係，對差異進行並陳共觀，轉化美術館體制中過於單一、保守而

僵化的文化觀點。 

省立臺灣美術館（今國美館）於同年稍早舉辦「媒體‧環境‧裝置展」（1988

年 10 月至 12 月），兩大展覽南北呼應、時間重疊，頗有相互較勁、宣示領空以

及爭取當代藝術代表權之火藥味。這個展覽的展出作品僅有 18 件，卻件件都規

模尺寸巨大，極度震撼著現場觀眾的五體感官。參與的藝術家有賴純純、莊普、

陳正勳、張永村、郭少宗（圖 3）、吳瑪悧、胡坤榮、董振平（圖 4）、盧明德、

王智富、張正仁、陳幸婉、謝東榮、陳張莉、蕭麗虹等，與北美館展的名單重複

甚多。26可以想見，對於當代藝術家而言，在代表國家最高美術機制的北中兩地

大館的同步展出，姑且不論其間的競爭關係或實際成果，透過展覽的集結串連，

象徵無形民間力量的再次彰顯，跨越美術體制之框架，以靈活組合之方式奔走於

各種美術平臺之間，成為當代藝術游牧族群的真正主體。 

不僅如此，正當此北中兩館大展如火如荼展開的過程中，與「媒體‧環境‧裝

置展」同日開幕的「息壤 2」展覽（第 2 屆「息壤展」），則代表全然不同的意義。

該團體首展於 1986 年，由高重黎、倪中立、林鉅（圖 5）、陳介人、王俊傑（圖

6）、麥仁杰、王尚吏、邵懿德等人所組成，雖然展出場地為臺北市小巷地下室之

替代性空間，條件簡陋，不過，不論是作品內涵、成員陣容或展出氣勢卻相當不

凡。「息壤展」集結、出現於解嚴之前，被認為具有「向體制抗爭，在主流以外

掙扎發表的商業化的邊緣藝術」的重大意義，在八○年代的數年之間豎起革命大

旗之後，由於其前衛性、實驗性，隨即成為「主流團體機構發掘新訊息、新對象」

27，主流向非主流靠攏，反轉了二者之間矛盾或主從關係的既定印象。 

郭少宗比較「媒體‧環境‧裝置展」與「息壤 2」的差異，認為後者在非正統

美術空間進行展示，是為一種「反體制行為」，而其充滿暴力及性的主題、簡陋

 
26 郭少宗攝影、撰文，〈還原 解構 敘述〉，《雄獅美術》第 214 期，1988 年 12 月，頁 150-156。 
27 陸蓉之，〈探詢台灣八○年代藝術風格〉，原刊於《藝術家》第 176 期，1990 年 1 月。後收

入郭繼生選編，《台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5 年，

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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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的包裝形式、赤裸的展示手法、形同「反權威的在野式叫囂」的聳動語彙，

「處處顯露一種野性的、怒張的、恣意的生命力」，而這正是前者展覽 18 位藝術

家中「很難發現的珍貴的素質」。換句話說，前者或許已被體制收編，進而喪失

作為監督體制、保存純粹在野身分的意義。28 

另一方面，八○年代以來放洋返國的藝術家們，除了適時在逐漸發展成熟的

美術館或畫廊體系中進行展出之外，為突破包含觀念、內容、經費及展出形式等

傳統展示空間上的種種教條與約制，更經常以合作經營的模式，展陳具有實驗性

及觀念性的作品，活絡漸次瀕臨僵化的主流體制，例如二號公寓、伊通公園等。

1991 年 1 月中旬，由二號公寓主動發起，分別在北、中、南三地舉辦「展望臺

灣新美術」之六區座談會，以「在野」的姿態串聯全國各地的藝術家，對八○年

代美術的經歷及所面臨的問題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流，藉此摸索九○年代以後的發

展方向，聲勢相當浩大，樹立一種超越官方思維及規模的恢弘氣度。 

會議之中，甫於 1986 年返國的吳瑪悧認為，當今世界藝術之發展趨勢在於

「叛離強勢文化」、「正因為差異性的凸顯，我們會發現更多的可能性」，美術創

作者即便思考社會、政治或生活性的議題，其創作仍然「保留在美術原來的威權

體系……而這個威權體系是封閉的」、「臺灣的美術創作者一直很少去思考溝通的

問題」，換句話說，缺乏溝通及對話可能的美術，排斥差異性的存在，因而在其

內部再次築起高牆，威權體制終究難以打破。連德誠也同意藝術的自主性有其限

制，進入七○年代之後，更與政治的、社會的因素產生密切關連，反映其中潛在

已久的各種問題。29 

郭少宗同意此種說法，認為藝術家面對政策或社會抗爭時，即便不進行類似

題材的製作，亦可走上街頭直接參與抗爭運動，突顯創作與運動之間隨時切換的

能動性。黃海鳴亦呼應此種觀點，認為西方進入六○年代之後，藝術家反社會、

反政治的傾向越發明顯，排斥受到任何有關語言的、社會的、政治的汙染，認為

「雖然他們根本沒有觸及到政治的事件或斷片，表面看似中性，其實是用藝術語

言來表達全然否定的態度。」30這些觀點都有其相通之處，反映在逐漸開放、走

向多元的當代社會中，藝術家對於敏感而紛擾的政治社會問題，多持有其自身立

 
28 郭少宗攝影、撰文，〈還原 解構 敘述〉，《雄獅美術》第 214 期，1988 年 12 月，頁 156。

有關「息壤展」反體制精神的討論，另請參考葉淨，〈反芻息壤 2 的「小劇場狀況」〉，《雄獅

美術》第 213 期，1988 年 11 月，頁 141。 
29 本刊製作，〈展望台灣新美術六區座談會〉，《雄獅美術》第 241期，1991年 3月，頁 142-144。 
30 同上註，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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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及表態方法，同時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抵制或抗爭。31 

1991 年 12 月，息壤約於 3 年後才舉辦第 3 屆聯展（圖 7），藝術家王墨林撰

文討論此次成果，他認為該團體前後三次展覽都分別在「尚未被定義」的空間中

展出，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美術館與畫廊已越來越有力量參與藝術的規定性，藝術原創的價值瀕於解      

體，越來越向世俗的領域移動。「息壤」遊走於不同的異質性空間做為作

品展示的場所，其成員堅持的，不只破壞了藝術作為淨化精神生活的古典

人文主義文化概念，也因企圖建構一套獨特的藝術規範的生產權力，以增

加藝術與美術館之間的緊張關係，更伸展至與藝術行政體制之間的敵對關

係，就把前衛藝術的顛覆性顯露無遺。32 

 

言談之中，王墨林透露對美術體制制約藝術家及其創作無孔不入的憂心，做為其

結果，向體制靠攏將造成藝術原創價值的蕩然無存，世俗化不可避免。在世風日

下的現代社會中，「息壤」作為堅守藝術本位價值之團體，與官方館舍及商業畫

廊體制保持距離，甚至是敵對，維護前衛藝術之所以成立的「顛覆性」。遊走於

不同異質性空間的行動，反映爭取主體性價值、不盲目合作的街頭精神，以及對

藝術本質進行內視反觀之後的文化思維深度。 

 

伍、結論——「自由作為體制」的主體性意義 

「何謂 1980 年代的臺灣美術？」這樣的學術課題所輻射出來的所有疑問及

解答，或許只能說是其複雜時代內涵中的滄海一粟。解嚴前後，在充滿對立、不

確定性的詭譎氛圍中，有如雨後春筍般蔚然風起的前衛藝術團體，不論是在觀

念、媒材、形式或批判性等方面，都遠較 1950、1960 年代更為活絡而多元，與

民主時代百家爭鳴的社會現象遙相呼應。臺灣美術史學者蕭瓊瑞指出： 

 

這些新興的畫會組織，各有各的訴求與風格，其中不乏對社會、文化、歷

史，乃至政治進行反省、批判的影子。33 

 
31 同註 29，頁 146-147。 
32 王墨林，〈台灣前衛藝術的新歷史主義：「息壤—3」聯展的顛覆性格〉，《雄獅美術》第 253

期，1992 年 3 月，頁 85-87。 
33 蕭瓊瑞，《戰後台灣美術史 1945-2012》，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3 年，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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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新生代藝術家之中，更有「開始以一種體制外的行動，展開一些前衛性的

藝術探討，帶著強烈的行為藝術特質」。34一如王墨林上述意見所示，所謂前衛

性，多半與「反體制」或「脫體制」的精神意識有關，而形諸於外的，則不外乎

是「遊走」、「顛覆」、「破壞」、「敵對」、「反省」與「批判」等等。 

綜觀臺灣戰後美術的整體發展，特別是在進入 1980 年代之後，隨著政治、

社會及經濟環境的急遽變遷，藝術內部亦產生諸多變化，民主化趨勢帶來清新的

文化空氣，政治解嚴導致民間力量的持續沸騰，進而對整個文化環境帶來空前的

刺激與震盪。尤其是，知識分子透過回歸土地及走向人民的手段，對「文化主體

性」進行不斷的思索、探討及重塑，更成為這個時代最鮮明的印記，一時之間，

自由而開放的時代氛圍，造就出在觀念、流派及形式上多元紛呈的當代藝術景觀。 

在不斷衝撞及尋找轉機的過程中，藝術家宛若街頭運動家一般，不斷遊走於

主流、非主流等美術機制之間，維持合作卻不妥協、抗爭亦復對話的微妙關係，

作為其政治社會實踐之一環，幾乎像是一顆顆民主火苗，前仆後繼、遍地燃起改

革的赤焰。「反體制」或「脫體制」意識，或許就是一種自由民主精神的真正反

映，防治文化話語權被國家收編、自主性遭體制模糊的雙重窘境，而頓失藝術原

真性、前衛性之價值。反過來說，透過「反體制」、「脫體制」所建構而成的「自

由」選擇，因成為調節兩造矛盾的彈性機制，在此種微妙的「平衡」關係中，不

論是立足或重返街頭，同樣具有突顯「差異成為主流，多元取代單一」等內在主

體價值的重大意義。 

 

參考書目 

王墨林，〈台灣前衛藝術的新歷史主義：「息壤—3」聯展的顛覆性格〉，《雄獅美

術》第 253 期，1992 年 3 月，頁 85-87。 

本刊製作，〈展望台灣新美術六區座談會〉，《雄獅美術》第 241 期，1991 年 3

月，頁 142-144。 

李筱峰，《快讀台灣史》，臺北市，玉山社，2002 年。 

林惺嶽，《渡越驚滔駭浪的台灣美術》，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7 年。 

林惺嶽，《帝國的眼睛──林惺嶽藝術評論及學術文集》，臺北市，典藏藝術有

限公司，2015 年。 

 
34 同上註，頁 169。 



 

14 

倪再沁，《台灣美術的人文觀察》，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7 年。 

郭繼生主編，《當代台灣繪畫文選 1945-1990》，臺北市，雄獅圖書公司，1991

年。 

倪再沁，〈西方美術‧台灣製造──台灣現代美術的批判〉，《雄獅美術》第 242

期，1991 年 4 月，頁 114-133。 

郭少宗攝影、撰文，〈還原 解構 敘述〉，《雄獅美術》第 214 期，1988 年 12

月，頁 150-156。 

郭繼生選編，《台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1995 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合著，《台灣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 

葉淨，〈反芻息壤 2 的「小劇場狀況」〉，《雄獅美術》第 213 期，1988 年 11

月，頁 141-142。 

賴明珠，〈八○年代台灣藝術面貌一瞥──看「時代與創新」展創作群〉，《雄

獅美術》第 214 期，1988 年 12 月，頁 126-127。 

蕭瓊瑞，《戰後台灣美術史 1945-2012》，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3 年。 

 

 


